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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规划是一项高度复杂的人类活动 [1]。受到

人类行为不确定的影响，规划呈现高度复杂性。其

一，城市规划和人类行为的紧密联系导致规划过程不

可控 ；其二，城市规划存在目标的差异性和不确定

性，一个规划通常面对多个目标；其三，城市规划涉

及较大尺度的时间和空间，其所需要的信息和专业知

识数量巨大 ；最后，城市规划过程存在利益诉求多元

化的问题 [2-3]。为了应对城市规划所面临的复杂性，规

划行业及规划人员对信息、知识、沟通技巧和辅助

工具的需求显得尤为迫切，为此规划支持（planning 

support）被提上了议程 [4]。

自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新一代致力于支持

规划任务的规划支持系统（PSS：Planning Support 

Systems）应运而生。PSS 不同于以往的通用支持技术，

其具有用于城市规划的专用特性 [4]。巴蒂（Batty）将

PSS 定义为地理信息技术的一个子集，即增强规划人

员对于规划任务的探索、展示、分析、可视化、预测、

规制、设计、实施、监控和讨论能力的一种系统 [5]。

典型的 PSS 将数据、信息、知识、方法和工具集成到

单一的理论框架中，共享同一个接口界面 [6]。尽管已

有文献对 PSS 的定义存在较大差异，但总的来说，作

为城市规划学科的一个专门领域，PSS 是基于地理信

息技术的专业工具，包含共同支持特定规划任务的特

定部分的一系列组件 [7]。

近 20 年 PSS 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大量关于 PSS

的论文在国际城市规划相关的专业期刊得到发表，一

系列以地理信息系统（GIS）为基础的 PSS 被学术领

域的专家和相关科技企业开发出来。值得注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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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许多 PSS 被认为具有更加快捷、用户友好且高效执行规

划任务的特征，但是 PSS 在现实规划实践中的应用远远落后

于工具的供给 [8-9]。具体来说，面对着很多已开发的具有潜

在价值的规划支持系统，规划从业人员或者相关利益主体在

购买、实施和应用上缺乏动力。这一困境在长达近 20 年的

时间里一直主导着西方关于规划支持技术的研究，被相关文

献称为“PSS 实施困境”（PSS implementation gap）[10-12]。

基于此，对于这一问题的了解将有助于理解近 20 年来

西方规划支持技术所经历的发展过程。而当前，我国城市规

划领域对西方 PSS 实施困境的研究鲜有涉及，对 PSS 实施困

境的背景和原因的了解存在较大的盲点。在这一背景下，本

研究旨在对西方城市规划领域关于规划支持技术的研究进行

全面梳理，勾勒近 20 年西方 PSS 实施困境产生的理论背景、

现实原因及其解决方案和当前发展新趋势，目的在于为我国

城市规划中规划支持技术的创新、开发、应用提出建设性的

意见。

1  规划支持系统实施困境的理论背景

1950 年代，世界第一台计算机被研发出来，信息技术

进入大众视野 ；也正是此时，相关信息技术被正式引入城市

规划，以协助规划人员的规划活动。因此，本章节将从 1950
年代起考察西方城市规划领域规划支持技术的发展，以了解

PSS 实施困境与城市规划范式转变之间的关系。

1.1  城市规划范式与规划支持技术的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西方社会大规模城市复兴建设

的影响，城市规划逐渐分化成众多的专业学科，例如交通规

划、环境规划、健康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区域规划和社

会规划等 [13-14]，规划也从面向对象设计逐步转向蓝图规划的

编制。随着大型计算机被开发出来，哈里斯（Harris）最早

提倡利用计算机建模与分析技术来提高规划人员对规划的认

识与理解 [15]。受该时期完全理性（rational comprehensive）

和规划作为一门应用科学（planning as applied science）思潮

影响，规划支持技术在该时期的显著特点是任务导向（task 

orientation），即各种系统模型（例如城市交通模型和大都市

土地利用模型）被大量开发出来以处理一些大而急的城市问

题。虽然技术开发人员和专家希望这些面向对象的系统模型

可以进行数据收集和存储、问题定义、目标确定、方案生成、

最佳方案选择等功能分析，但是受系统工程开发法的影响，

相关规划支持技术并不能满足实际规划任务所需。

1970 年代，随着西方社会运动的兴起，基于完全理性

的政策制定之合理性受到广泛的质疑。西蒙（Simon）认为

个体的理性受到“认知有限、时间可用性和不完整信息”等

因素的限制，政策制定的结果不可能达到最优，只能达到令

人满意 [16]。受此影响，综合性的蓝图规划受到了规划学者

的猛烈批判。一些城市规划学者认为，城市规划不应仅仅

是国家和规划人员的活动，而应允许不同个人、团体和社会

组织参与到规划过程中来，以实现多元的利益诉求 [17-18]。为

此，规划作为一门应用科学的地位受到了挑战，西方城市规

划从理性主义、集中化和自上而下的规划范式逐步转向了以

政治斗争、分散和自下而上的规划方法。这一时期，信息的

搜集、处理和管理对规划显得尤为重要，相关的信息管理系

统（IM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也被开发出来 [5]。

除了执行数据收集和输入、数据传输、数据存储、数据处理

和输出等传统功能，新的技术更多地满足了规划组织的内部

组织与信息管理。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规划支持技术

面对不同利益主体参与规划的需求仍捉襟见肘。

1980 年代以来，随着规划范式向交流式规划范式

（communicative planning）转变，规划人员逐渐意识到不同

参与者的知识对于制定规划和决策的重要性。为此规划更加

注重从不同规划参与者所提供的信息中获取相关的知识，以

增进政策制定的有效性与科学性 [19]。伴随着微型计算机的

快速发展，这一阶段产生了地理信息系统（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决策支持系统（DSS：decision support 

systems）和空间决策支持系统（SDSS：spatial decision 

support system）等地理信息技术 [20]。其中 GIS 结合地理学与

地图学的理论知识，旨在实现地理数据的输入、存储、查询、

分析和显示等功能，例如基于组件式 GIS 技术进行的气象分

析、台风预警与损失评估 [21]。DSS 通过开发迭代式、集成性

和参与式的决策流程以实现结构紊乱决策的制定，例如对水

资源的规划与运筹管理 [22]。而 SDSS 更多的是基于 DSS 的功

能以解决复杂空间问题，例如确定医院、小学等公共服务设

施的最佳选址问题 [23]。

到了 1990 年代，克洛斯特曼（Klosterman）强调现有

所有旨在支持规划的信息技术及其功能都应该被纳入一个

信息框架，以开发一个综合性的规划支持系统（即 PSS）[5]。

他指出，PSS 应该具有功能上的综合性与专用性，既可以实

现综合性规划任务，又可以完成特定规划问题的解决。例如：

土地利用规划强调 PSS 对于土地资源分区、利用、保护的

综合分析和可视化表达 [24] ；城市交通规划强调利用 PSS 专

注于道路交通流、交通可达性、供给与需求的分析，推动

城市交通系统的合理安排与组织 [25]。其次，相对于 DSS 和

SDSS，PSS 更加注重对长期性和战略性的规划任务的解决，

同时强调规划人员之间以及规划人员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

互动、交流和学习 [7]。例如 ：荷兰 WadBos 规划支持系统对

其西北地区的生态保护、渔业开发、娱乐发展、交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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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开采等作出综合性、长期性、战略性的方案场景化构建、

规划编制和评估 [26]，英国 Census Support Service 系统为非

政府组织、居民和学者提供一站式、易查找、可访问、开

放性的数据资源，以推动城市愿景规划的参与性、公益性

和协作性 [27]。正如克洛斯特曼所强调，PSS 在某种程度上囊

括了之前的基于计算机辅助技术的基本功能，若其能够更

好面向城市规划人员及现实的城市规划任务，这些技术将

可以发展成为城市规划学科的“信息基础设施”（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5]。

但需要强调的是，虽然 1980 年代—1990 年代规划支持

技术得到一定程度开发和推广，PSS 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

远远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地步 [28]。斯蒂韦尔等（Stillwell et 

al.）对 20 世纪末规划支持技术的使用情况做了一次详细的

评估，研究发现以地理信息工具（地理信息和空间建模系

统）为代表的规划支持技术远未被有效纳入城市规划过程，

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地理信息工具远未达到特定规划任

务所需要的功能，例如可视化、规划叙述、场景分析、规划

评估、实施监测等 [29]。在 PSS 实施应用中，一直存在“时限

需求”和“供给开发”方面的不一致性，即一方面是可获得

的包含各种信息、知识和工具的 PSS，另一方面是受到时间

影响的、有限的 PSS 应用需求。这种不一致性即前文提到的

“PSS 实施困境”。

1.2  小结
PSS 实施困境与规划理论范式的转变有着紧密关系，这

种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5-6，9]。其一，规划支持技术的供

给有时远远超出了规划的实际需求及规划人员使用该技术的

能力。例如：1980 年代有了高度复杂的模型和决策支持系统，

但是这个阶段的规划任务只需要简单的过程管理系统来支持

数据和信息的搜集、加工、处理和分析。其二，规划支持技

术的供给有时又远远落后于规划的实际需求。例如：在 1970
年代，规划师需要能够与不同规划参与者之间建立沟通机制

的支持技术（如良好的通讯设备），但是这个阶段的规划支

持技术开发主要侧重于对数据管理和显示功能的改进。其三，

规划支持技术的功能结构有时无法完成对特定规划任务的分

析。例如：相当长一段时间内，GIS 技术对于城市规划的问

题分析、方案评价与筛选及规划实施等任务束手无策。综上

所述，规划支持技术的开发供应与规划实践的应用需求之间

存在的不一致与规划范式变化紧密联系。

2  规划支持系统实施困境的现实原因

本章节将继续从城市规划所处的现实环境来理解 PSS 实

施困境。对于这方面的研究，翁克（Vonk）在其博士论文

中作出了开创性的成果 [30]。他利用创新科学、管理科学以

及商业研究中对于信息和通信技术（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应用的研究成果，将 PSS 作为

ICT 的一个特例，建立了阻碍 PSS 实施的理论分析框架。该

框架指出，阻碍规划支持系统应用实施主要有三大原因：

PSS 的功能缺陷、PSS 创新传播受阻以及 PSS 用户的自身条

件限制。基于翁克的讨论，本文进一步分析深化该模型的相

关研究，全面指出限制 PSS 在规划实践中应用的具体因素。

第一，PSS 自身的功能质量影响 PSS 在规划实践中的应

用。一般而言，PSS 本身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这种复杂

性主要源于对城市规划不同维度的考虑（如经济发展、社会

保障、交通、环境可持续性、分布影响等）。同时，PSS 很

大程度上由学术、专家主导，资金匮乏导致开发的不连续 [31]。

由此产生了 PSS 功能质量不足的三个表现：其一，实践中所

需要的 PSS 功能和使用程序没有被开发出来 [32] ；其二，PSS

已有的功能缺乏透明性、灵活性、易用性和交互性，这妨碍

了用户对 PSS 相关功能的访问使用 [33] ；其三，PSS 相关功能

的背后原理及变量之间的关系很难被用户所理解 [34]。这些功

能质量上的限制因素最后导致 PSS 的价值或者作用不被规划

实践所接受 [35]。

第二，PSS 的创新传播过程受到阻碍。首先，规划人员

与 PSS 开发专家之间合作有限，这导致规划机构管理层对新

的 PSS 缺少了解，担心接受和使用 PSS 带来财务、培训、维

护方面的负担和风险，进而促使他们倾向于减少对新的 PSS

的接受和使用 [36]。其次，规划机构内部沟通不畅（特别是管

理层与创新技术实际使用者之间），使得 PSS 在规划机构内

部的推广、传播、改进与优化等活动受到了较大的阻碍 [37]。

第三，PSS 的实施应用受到规划人员或者用户本身条件

的限制。首先，受到学习曲线的影响，掌握新的 PSS 使用

技能通常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 [9]。其次，规划人员或者用户

之间较少建立完善的信息共享交流平台以讨论 PSS 的使用经

验和知识，使得他们缺乏使用 PSS 的兴趣和动力 [6]。最后，

PSS 的使用受到规划机构文化氛围的影响。通常，一个相对

较为开放且具有创新意识的组织对于新技术的接受性程度相

对更高，而相对保守的组织在新技术的采纳和使用的积极性

相对较低 [38]。

3  规划支持系统实施困境的解决路径

为了解决规划支持系统的实施困境，学者在总结限制

PSS 实施的功能质量、创新传播和用户自身条件等因素的基础

上，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策略 [39]。例如：皮尔兹（Pelzer）指

出，关注 PSS 自身的价值和增强 PSS 工具的功能质量和易用

性将有助于提升 PSS 的应用实施 [37] ；翁克认为，提升 PSS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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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质量及其在规划实践中的应用，需要改变其开发方法 [30]；

希特曼（Geertman）强调对 PSS 实施应用场景（context）的

重视，以促进 PSS 的规划支持能力与规划实践融合 [9]。下文

将详细分析这些策略如何具体回应 PSS 的实施困境。

3.1  关注规划支持系统的价值
关注 PSS 能够引起规划人员或者潜在用户对于 PSS 作

用的重视，从而提高 PSS 被接受、采纳和使用的几率。尼

尔森（Nielsen）指出，信息系统的价值可以用“有用性”

（usefulness）①来表示，即“系统实现某个预期目标所表现

出来的作用”[40]。其次，PSS 的价值可以用“功能”和“易

用性”两个变量解释。其中“功能是指系统本身性能或功用，

以实现特定的任务；易用性是指用户使用系统功能的交互体

验”（图 1）。良好的系统功能和易用性将有助于提升一个系

统的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和适用性（adaptability）。

西方规划领域对于 PSS 价值的研究主要是从实验性研究

和规划案例性研究两个角度展开的。其中，实验性研究主要

召集特定的规划人员在特定的规划环境中评估特定 PSS 对于

规划人员、规划任务所起到的相应作用 [42-43]。例如：皮尔兹

等（Pelzer et al.）在实验性的规划小组环境（group setting）中

对比研究四个 PSS 工具发现，PSS 的关键价值在于促进不同

规划人员对于规划对象和对于其他规划人员所提供的知识的

学习 [44]。规划案例研究主要评价具体规划项目中规划人员使

用 PSS 工具的情况 [45]。例如：张琳等（Zhang et al.）分析网

页式“众规武汉”规划支持系统对于武汉东湖绿道规划所起

的促进居民知情、参与和信息搜集的作用 [46]。需要指出，探

究 PSS 在实践中的价值，提高了规划人员对 PSS 作用的认识，

增强了用户接受和使用 PSS 的频次 [47]。表 1 总结了近十年来

对 PSS 价值的研究成果。

3.2  提高规划支持系统的功能与易用性
（1）提升 PSS 功能

提高 PSS 的功能质量将有利于提升 PSS 在实践中的支

持能力，进而增强用户对 PSS 价值的认可。翁克认为，提

升 PSS 的功能主要可以通过“任务技术适配模型”（task-

technology fit）来进行 [30]。在此模型中，规划任务是指规划

人员所要实现的特定的目的或工作，技术是指 PSS 支持特

定规划任务所需的功能。PSS 支持功能的优劣主要取决于

开发的技术是否使适用于规划任务。因此，在开发和优化

PSS 的功能时，需要明确 PSS 所支持的规划任务。例如：问

题导向的规划项目需要分析设计型（analyzing & designing）

PSS 来支持其内容探索；而参与式的规划项目则需要通知型

（informing）和交流性（communicating）PSS 来促进利益相

关者之间的交流、辩论、信息传递、知识共享及共识构建 [48]。

而最近蒋华雄等分析 PSS 功能优劣与 PSS 被接受使用程度之

间的关系表明，较优功能的 PSS 被规划人员采纳、实施和应

用的频次也相对较高 [49]。

（2）增强 PSS 的易用性

改进 PSS 的易用性将有助于提高规划人员或者用户使用

PSS 的互动体验和满意程度，这种心理状态使 PSS 更加被接

受（approachable）[30,50]。一般情况，PSS 的易用性越好，用

户使用 PSS 的频次也会越高，同时对用户之间相互学习交流

的帮助也就越大 [51]。例如：希瓦等（Silva et al.）研究发现，

较好的 PSS 易用性对促进规划人员之间沟通、交流、承诺和

语言共享都提供了建设性的帮助 [52]。由此可以看出，增强

PSS 易用性将会提高用户对使用 PSS 的兴趣和预期 [33]。但需

要指出，蒋华雄等（Jiang et al.）近来的研究表明，PSS 易用

性是 PSS 应用实施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因为特定的场景影响

PSS 在实践中的价值发挥 [47]。

3.3  重视规划支持系统实施的场景
希特曼指出，与规划支持相关的信息、知识和工具要发

挥其真正的作用，就必须充分考虑其实施的场景 [9]。规划的

图 1  PSS 价值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41]绘制

表 1  PSS 在规划实践中的价值

价值 描述

对规划对象的认知 了解规划对象的本质

对其他规划参与者的认知 深入了解其他利益相关方在规划方面的观点

协作 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和合作

沟通 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共享信息和知识

共识 关于问题、解决方案、知识主张和指标的共识协议

效率 通过较小的投入完成相同或更多的任务

更好的规划或决策 基于更好的信息进行决策或者更好地利用信息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41]

①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关于 PSS 的研究将“有用性”直接理解为价值（added value）、绩效（performance）或者效能（effectiveness）（参见：Pelzer, 

2015; te Brömmelstroet, 2013; Arciniegas, 等 , 2012）。为了概念之间的区分，本文统一使用“价值”来表达 PSS 对规划产生的作用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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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指形成规划活动的背景，以及可以充分理解和评估规划

活动的环境 [53]。希特曼认为，信息、知识和工具在实践应

用中的价值发挥主要受到“规划任务的内容、用户的特征、

规划和政策过程的特点、政治制度、规划支持技术自身特

征、规划范式、主导政策”等七个方面的影响 [9]。而皮尔兹

的研究表明，规划组织的层级结构、权力关系、用户的不同

学科背景及 PSS 应用的时间选择都会影响 PSS 的功能和易用

性，进而影响 PSS 的价值，因此 PSS 的应用必须重视场景的 

影响 [37]。事实上，在 PSS 的应用开发过程中，将 PSS 放入到

特定的规划场景中将有助于软件开发人员和用户之间取长补

短，共同参与到社会技术的学习过程中，提升 PSS 的功能和

易用性，进而达到普及 PSS 的目的 [50]。

3.4  推动规划支持系统开发方法的转变
翁克和利腾博格（Vonk & Ligtenberg）指出，PSS 的系

统工程开发方法是导致 PSS 实际价值被低估的根本原因 ；

为此，转变 PSS 开发方法将从根本上提高 PSS 在规划实践

中的应用实施 [33]。传统系统工程法基于理性假设，强调特

定城市规划任务存在一个客观的、最优的技术解决方案。

但是，基于该方法开发的 PSS 往往与规划任务相脱节，结

果就是易用性的不足限制了用户对于 PSS 的访问，功能的

缺陷又使得系统不能有效满足规划的任务所需。因此，一

些学者提出，要增强 PSS 的功能和易用性就必须转型 PSS

的开发方法 [41]。例如 ：皮尔兹等强调 PSS 的开发过程必须

与用户和规划实践紧密结合，即通过了解用户的实际需求

和规划任务的要求完善 PSS[31]。这种技术开发的方法被称为

“社会技术法”（socio-technical approach）[33]——假定系统

仅对于处理特定场景中的特定规划任务是最佳的。在规划

实践中，想要使技术准确地服务实际用户的预期及规划实

践任务，那么 PSS 开发就必须更多地关注规划的环境或场景、

用户和实践需求。

总体来看，西方城市规划界将研究 PSS 的价值作为解决

PSS 实施困境的突破口，强调提升 PSS 工具的功能质量、易

用性，重视 PSS 应用场景及 PSS 开放方法的转型，进而提高

PSS 在规划实践的采纳率和普及率。相较于 10 年前，PSS 在

规划中的使用程度有较大提高 [47]。但最近佩蒂特等（Pettit et 

al.）研究表明，PSS 在当前规划实践中仍然受到其功能的复

杂性与简易性、创新性与可控性的影响，同时 PSS 教育的滞

后也减缓了它被采纳应用的步伐 [10]。希特曼指出，未来发展

PSS 需要进一步将其有效地嵌入规划实践过程中，而这一嵌

入需要新的数据、良好的技术基础设施和使用技术的愿望作

为支撑 [54]。近来因新一代 ICT 技术发展而兴起的智慧城市

为 PSS 在城市规划中的实施应用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55]。

4  解决规划支持系统实施困境所面临的新的机遇
与挑战

当前，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5G、物联网等为

代表的新一代 ICT 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智慧城市这一新的城市

发展理念的出现。智慧城市利用传感设备将城市公共设施物

联成网，实现物联网与互联网系统对接融合，增强城市政府、

个体、企业之间的连接，打破信息孤岛，从而促进城市的各

个关键系统和参与者的高效协作与创新 [56]。智慧城市所开发

的技术已经被城市规划学者所重视，大数据、城市分析和建

模实现在交通出行分析、土地利用与管理、环境检测、政务

管理、城市水体模拟等众多领域得到了推广与使用 [8，55]。从

规划支持视角来看，新的信息、知识、技术和方法伴随智慧

城市而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为 PSS 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很多学者表示，城市规划可以利用这些新数据、知识和技术

来增强和协助城市规划过程的数据分析、愿景设计及规划实

施。例如：通过利用开放数据平台可以将大数据转化为一种

有效的数字 PSS，以更好地支持和协助规划人员进行项目分

析、编制、优化及评估 [57]。再如：城市大数据、城市数据分

析、城市智能管理系统等技术能增强 PSS 在土地使用和运输

规划方面的作用 [10]。希特曼强调，智慧城市所发展起来的成

熟信息、知识、技术和方法如果可以很好地融入城市规划的

过程，支持规划师相关的规划活动，那么这些新型的支持技

术本身就是对 PSS 实施困境的解决 [6]。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技术驱动法（technology-driven 

approach）仍然主导智慧城市背景下的 PSS 发展，其旨在强

调新一代 ICT 技术推动 PSS 新的数据、信息和功能的生产，

而忽视PSS创新的城市社会过程（urban social process）。由此，

产生了两个突出的问题。其一，ICT 技术驱动的 PSS 发展过

度强调（大）数据在规划分析、设计、可视化等方面的作用，

这就产生了数据依赖或数据简化主义（data reductionism）。

该观点认为规划任务或者规划问题可以通过数据的形式进行

表征和解决。但数据简化主义忽略了塑造 PSS 支持能力的社

会、政治、文化、经济和历史背景，掩盖了那些在数字表征

中看不到的城市冲突和问题（例如非正规居住区基本公共服

务的短缺）[58]。其二，ICT 技术驱动的 PSS 发展推动了 PSS

设计、开发、实施和应用的公司化（corporatization）。目前，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5G、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 ICT

技术基本都是由高科技公司提供，通过将数字技术和智能解

决方案嵌入到已有 PSS 的框架中，高科技公司成为 PSS 发展

的有力参与者。其结果就是 PSS 的功能和易用性更加偏离规

划的应用场景，规划人员对科技公司开发的技术、平台、软

件等产生更严重路径依赖，进而加剧不同利益相关者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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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 PSS 方面的不平等 [38,57]。基于此，部分学者认为，智

慧城市背景下的 PSS 发展必须超越技术驱动的方法，推动

PSS 的开发应用与用户需求和规划任务要求相结合，重视场

景的影响，将不同类型的 PSS 与不同类型的规划任务和用户

进行适配，进而提升 PSS 的使用和价值 [6,8,43,47]。

5  结论与启示

PSS 实施困境构成了近 20 年西方规划支持技术研究的

主线。本文通过对西方 PSS 实施困境产生的理论背景、现实

原因、解决路径以及当前发展趋势进行梳理，得到以下发现。

首先，西方规划领域的 PSS 实施困境与其规划范式的

转变有着紧密关系。例如：西方社会不同时期的规划人员构

成、规划方法、规划内容、规划对象以及规划目标都存在较

大的差异，当一个时期相应的规划技术被开发后，相关的规

划任务可能已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结果导致相应被开发的

规划支持技术在实践中的推广、采纳和使用相对不足。其次，

规划实践中的人员、机构和制度以及技术本身的特征是导致

PSS 实施困境的现实因素。通常情况下，PSS 所需要花费的

学习时间、规划人员与技术开发专家之间的合作程度、规划

机构对于创新的敏感性与接受程度都会成为 PSS 应用实施的

潜在阻力。最后，解决 PSS 实施困境的现有方案主要是 PSS

开发方法的转型和与智慧城市的结合。研究指出，应使开发

方法从系统工程法转向社会技术法——更加关注 PSS 对规划

实践所产生的切实有效的价值；同时，应关注 PSS 与智慧城

市的结合——既希望智慧城市所提供的新一代 ICT 技术能够

为规划支持技术提供新的数据、信息和功能，提升 PSS 的规

划支持能力和范围，也希望 PSS 的发展避免过度的数据主义

和公司化过程。

信息、知识、技术和方法等构成的 PSS 要想成为有效的

规划支持技术，需要充分考虑其所施用的规划范式与具体的

实施场景，即 PSS 的实施需要因地制宜。一个国家或者地区

的规划范式、规划流程、规划组织、规划人员（具体场景）

等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一项 PSS 技术不可能满足所有

地区所有规划人员及规划任务的需求。在开发与应用 PSS 时

如果注意到这些差异的存在，那么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实现

PSS 与规划过程的融合。

当前，中国城市发展正面临飞速的转型，城市规划工作

异常繁重，因此规划行业及规划人员需要相应的支持技术来

辅助其分析、设计以及实施相关的任务。虽然近些年 PSS 在

中国城市规划领域的受重视程度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其在

实际城市规划的应用却十分有限。很多 PSS 技术（如中望

CAD、SuperMap、GeoStar）被专家（学术领域）或者企业

开发出来，但各大规划院及高校对这些 PSS 的采纳和应用十

分欠缺，甚至很多来自非规划专业（例如地理学和经济学）

而从事城市规划的人员都未曾听说过 PSS。因此，本文认为

今后中国城市规划领域的规划支持技术的发展需要借鉴西方

城市规划 PSS 的相关研究，重视 PSS 的价值、社会技术的开

发方法、规划场景和新一代 ICT 技术的支持潜力，以提高

PSS 在支持中国城市规划实践中的作用。

作者对两位审稿专家和编辑老师提出的宝贵意见深表感

谢，他们的意见促进了本文的实质性修改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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